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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逻辑比较研究的历史有百年上下，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取得丰硕成果。只有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总结不足，才能把三大逻辑比较研究的车轮向前推进。
中国有逻辑。《墨经》中有比较丰富的逻辑思想。因明、墨辩中的逻辑，可与西方逻辑做比较。它们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既要强调逻辑的指导作用，又不能简单比附。
三大逻辑比较在具体理论上有许多成果，也存在不少误解。因明与逻辑，因明与墨辩，墨辩与逻辑，两种传统之间的比较都必须以对各自传统的准确理解为前提。由于对陈那因明的理解受到传统观点的误导，所以，近百年来三大逻辑两两之间的比较存在很大的误区。
陈那因明的三支作法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的推理相当，其喻体和大前提都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道理，但不一定是毫无例外的全称命题。准此，我们评论中国古代的类推，也要慎言演绎。以下探讨几个问题。
一、《墨经》是不是“逻辑学专著”？

《墨经》有逻辑，即使说它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也不能说它就是一本逻辑学专著。作为西方逻辑科学创始人的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撰写过逻辑学专著。他关于逻辑学的论文，也是混存于哲学著作中。他去世以后，才由学生将多属学问工具性质的6篇论文汇集，合名为《工具论》。《工具论》包括辩论术、认识论和逻辑三部分内容，而不是纯粹的逻辑论文。以《范畴篇》为例，它的许多理论是属于哲学而非逻辑。把它收到《工具论》中本身就成为一个难以理解的决定。《解释篇》、《论题篇》和《辩谬篇》包含有语言学、修辞学和辩论术。
印度佛教因明的发生和发展始终包括辩论术、认识论和逻辑三部分内容，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印度现存最早的一部较详细论述逻辑的著作是《遮罗迦本集》。这是迦腻色迦王时代（大约公元129～192年在位）一位名叫遮罗迦的御医写的医道论集，是一部医书，并非论辩术和逻辑的专著。在这本内科医书的第三篇第八章中介绍了当时通行的论争的方法和规则，其中包含了逻辑学说，作为医师应具备的知识和素养。共有44个项目。这44个项目以第一项“论议”为总题目，内容主要是辩论术。还有哲学，44项中就有认识的六个来源（现量、比量、传承量、譬喻量、义准量、随生量）。遮罗迦以胜论派的本体论六句义（实、德、业、同、异、和合）作为认识的对象，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胜论的哲学体系。
在佛教因明的早期著作《方便心论》中，也还是三部分内容的交汇，逻辑仍不占主导地位。甚至在《瑜伽师地论》（佛教古因明创建标志）中，七因明主述辩论术。直到陈那新因明，以立破为重点，逻辑才成为主导。但是在陈那新因明后期，逻辑的主导地位让位于量论（认识论）。即使在以量论为中心的法称因明中，也包含有辩论术和逻辑（立破学说）。总之，因明的发生和发展，始终是三部分内容交织在一起。可见，“因明”的外延比“量论”大。量论始终是因明的组成部分。由于汉地传播的是陈那因明，藏地传播的是法称因明，习惯上把流传于汉地的陈那因明称为“汉传因明”，把流传于藏地的法称因明及其发展称为“藏传因明”。 “藏传因明”的称谓，强调与陈那后期因明的渊源关系；“藏传量论”的称谓，突出其量学在因明中的重要地位。明乎此，两个名称之争不涉及实质性的冲突。
回过头来看《墨经》，谭戒甫的《墨经分类译注》把内容分为十二类。涉及逻辑的“名言”、“辩术”、“辩学”只占几分之一。其余各类涉及“自然界、思想界以及社会人事上的一切事物”。可见，“逻辑学专著”说没有依据。
二、三大逻辑是否均起始于对演绎的研究？
国家六五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绪论》说：“逻辑的发生，无论中外，都开始于对演绎或着重于对演绎的研究”。胡适在1919年初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说：“印度和希腊的名学偏重演绎，墨家名学却把演绎归纳一样看重。”

上观点值得探讨，至少印度逻辑就并非如此。

世界三大逻辑体系创建时间：先有亚氏逻辑（公元前300多年），后有墨辩逻辑（墨子生活于公元前400多年到400年，墨辩六篇是战国中后期撰写的），最后为正理派逻辑（足目是公元前200至100年人，倡正理论。而《正理经》大约成书于公元一、二世纪），因明更晚（佛家有论法著作《方便心论》早于《正理经》，但有系统著作很晚），建立古因明体系的标志性著作是《瑜伽师地论》，其中的古因明理论是借鉴正理而建立起来。

世界第一个逻辑体系固然起始于对演绎的研究，但不是一概如此。从印度逻辑现存文献来看，《遮罗迦本集》、《方便心论》、《正理经》、《瑜伽师地论》都采用五分作法，是类比推理。即使是后来的陈那新因明三支作法，离演绎还有一步之差。直到法称继承、改造陈那因明，才建立印度逻辑史上第一个演绎体系。那已经是公元七世纪中期的事。可见，说印度逻辑开始于对演绎或着重于对演绎的研究，是丐辞。
百年以来，说到因明与逻辑、因明与墨辨的比较，因明一方的比较对象是陈那因明，也就是三支作法。研究者一看到同异喻体上有全称量词“诸”或假言联结词“若”，就想当然地与三段论竞长争高。求其同则皆演绎，求其异则三支含归纳，远胜于三段论。国外有苏联科学院的舍尔巴茨基、印度逻辑史专家威提布萨那、日本的末木刚博和美国的齐思贻等。国内有章太炎、梁启超、章士钊以及现当代的一批学者。

陈那因明非演绎，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的推理。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证明的推理与辩证的推理：“当推理由以出发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原初的时，或者当我们对于它们的最初知识是来自于某些原初的和真实的前提时，这种推理就是证明的。从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进行的推理是辩证的推理。”证明的推理是演绎推理。它的前提真实而原初，反映毫无例外的普遍原理，前提与结论有必然联系。辩证的推理所用的前提稍有不同。“所谓普遍接受的意见，是指那些被一切人或多数人或贤哲们，即被全体或多数或其中最负盛名的贤哲们所公认的意见。从似乎是被普遍接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的意见出发，……所进行的推理就是争议的。”（《工具论》第351～35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陈那因明三支作法的同异喻体是满足“遍充”关系，即因与宗后陈法的“不相离性”关系。这种“遍充”关系与亚氏的普遍接受的意见相当，并非毫无例外普遍命题。陈那因明体系中的两个初始概念同品、异品是除宗有法的，基于此，九句因中的每一句并且因后二相中的同异品概念，都是除宗有法的。这就决定了满足因后二相的同异喻依是除宗有法的，同异喻体则是除外命题。以上论断可参阅我的所有论著，此不赘言。
再来看《墨经》。有人认为“以说出故”有三段、三支作法许多相同的特点，性质，并通过分析一个说知的实例得出其过程是一个真正演绎性质的推理过程。
以下是《墨经》研究者用得很多的一个实例：

亲知：室外之墙是白色，

闻知：室中之墙与室外之墙同色，

说知：室中之墙是白色。
这是一个具有等于关系的正确的演绎推理。说知是由已知（闻知、亲知）推出未知的过程。这些分析都很正确。但我认为通过一个实例来判定说式推论的基本性质是演绎的，这样的判定很不可靠。举例究竟不是证明。
那么，说式推论中的基本范畴（故、理、类）基本形式（三物论式）能不能为演绎说提供帮助呢？怕未必。
以“理”为例，说它指的是客观事物之理，就是客观事物规律之理，缺乏充足的理由。宋文坚先生认为，墨家讲的理不过是一家之言。讲辩主要就是讲理。大取所列的那些墨派社会主张和观点，就是站在墨派立场论辩时所要依据的。辞以理长之理主要指政治、社会、伦理论辩中之理。辞以理长是说，一个观点、主张要借助这观点所涉及的事理、情理，使观点进一步展开，把道理说充分。他还认为，《大取》的出故、察理、名类是论辩内容方面的要求，是规范内容的；《小取》的“以类取，以类予”是辟、援这些方法的根据。二者是不同层面的方法和学问。它们的相同之处：都不是逻辑要研究的。（引自《论辩学和墨经（提纲）》，中逻史会议论文）我以为以上观点有独到见解。
《墨经》的理与陈那因明三支作法的同异喻体一样，都与亚里士多德的证明的推理中“原初的和真实的前提”有区别。就推理形式而言，谈《墨经》的推理侔、譬、援、推还是要慎言演绎。以侔式推论为例，同样的表达方式，不同的内容，有的可推，有的不可以推，缺乏一个逻辑标准，完全以内容的分析为转移。这说明《墨经》对演绎推理的认识还不那么自觉，与亚氏逻辑相比，差距明显。
三、怎样得到推理的全称命题？

亚里士多德是吃现成饭的。他在证明的推理中使用原初的真实的前提，是不证自明的。

陈那提出正因必须满足因三相，满足因三相的因才能得到因宗不相离的同异喻体（实际还是除外命题）。正因有现量因和比量因之分。什么样的现量因和比量因是正因呢？陈那的回答也是吃现成饭——借助已有的经验，并非临阵磨枪得来。
但是，有人以为这样理不直、气不壮，非得要在三支作法本身及其因三相规则中找出根据来，以显示三支作法比三段论高出一筹。

实际上因的规则同品定有和异品遍无，只是提出一个要求，并不意味它本身就是归纳。好比三段论第一格的两条规则，谁也不会说它们是归纳。况且只要有一个同品有因，就满足了第二相。说第二相本身是归纳，太不靠谱。近代实验科学的先行者培根、穆勒倘若有知，真要自叹不如。单满足同品定有性，得不到同喻体。只有加上异品遍无因，才能体现同喻体的“普遍”和主项存在（同喻依非空类）。单满足异品遍无因，同喻有可能是空类，没有用处，二者结合才保证既普遍又实用。同样，同喻体也不是靠那个例证归纳得到的，这个例证只要有一个就够了。从一个推到全体，可靠性程度太低。说这就是归纳，真不知是抬高了陈那因明还是贬低了它？
有人说，陈那三支作法本身既是演绎又含有归纳。我想起一则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买了三斤肉，要妻子包饺子。他出门回来后，妻子说肉被猫吃了。阿凡提把猫抓来一秤，正好三斤。阿凡提说，如果这是肉，那么猫到哪去了？如果这是猫，哪么肉到哪去了？同样道理，三支作法就相当于三斤重的猫，归纳就相当于三斤肉。不能说已经吃进了三斤肉的猫只有三斤重。
为了得到毫无例外全称命题，沈有鼎和巫寿康从两个初始概念上动脑筋。他们规定同品除宗，异品不除宗。这样确实保证了三支作法为演绎。可惜没有文献依据，是替古人捉刀，还不是首创。我的研究生发现，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齐思贻的《佛教的形式逻辑学》早就采用了这一方案。
在《墨经》六篇中有没有研究归纳？有没有探讨怎样获得全称命题？我没有看到。最多提个“以类取”的要求，至于具体怎样取，有没有具体讨论过不完全归纳的形式，或类似于穆勒五法的方式？还是没有。

